
摘要：尽管资源错配与生产率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文献却少有关于土地资源

错配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大量稀缺的土地资源被低

效利用，在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产效率损失。本文利用城市层面和

行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以低地价、协议出让方式为主的粗放型土地出让方式所导致的土地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个城市以协议方式出让

的建设用地比例越高，其工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且此效果对土地依赖程度高的行

业更为显著。本文采用了多个替代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并利用地形和官员任期作为

工具变量，均得到了稳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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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资源错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与生产率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果

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没有实现有效配置，高生产率企业不能得到足够的要

素投入，那么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会受到影响，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被称为资源错配（Jones，
2013）。Alfaro 等（2008）、Restuccia 和 Rogerson（2008）、Hsieh 和 Klenow（2009），以及 Syverson
（2010）等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上证明，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总体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

很大程度上源于欠发达国家更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

在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土地这几个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大部分研究资源错配的文献都

以物资资本为对象，仅有少部分讨论了人力资本的错配问题①。就土地要素而言，尽管Baner⁃
jee和Moll（2010）、Brandt等（2013）、Restuccia和Rogerson（2013）等少数研究提到了土地的错

配问题，但并没有进行数量分析；而 Restuccia和 Santaeulalia-Llopis（2015）以及 Adamopoulos
等（2015）虽然直接考察了土地错配与生产率的关系，但研究对象却局限于农用地。具体到

土地资源错配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据作者了解，此前还没有文章进行过实证估计。中

国的土地资源非常稀缺，尤其是在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实现土地的高效配置早已

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价值的话题。本文将结合土地出让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

估计土地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一方面填补文献的空白，一方面对相关政

策的讨论提供一些支撑证据。

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可以从下面几个维度来讨论：一是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的配置，这

事关耕地保护、粮食安全与城镇化进程的权衡。二是不同城市之间建设用地标的配置，这事

关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占补平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等政策的讨论。三是

城市内存量建设用地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用途间的配置，这事关城市更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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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笼换鸟”、“退二进三”等政策的讨论相关，也与

老城中大量占地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大院的搬迁

及再开发相关。四是城市内工业企业间的土地配

置问题。

现有的讨论土地资源配置问题的文献，大都集

中于前 3个维度。就第一个维度而言，农地入市、农

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的热门

话题，支持者常常强调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和经济发

展的正面作用，反对者往往担忧土地流转对耕地保

护与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

这些收益和成本很难进行数量上的比较，因此也鲜

有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第二个维度的研究

相对较多，例如，邵挺（2011）讨论了异地占补平衡

政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陆铭（2015）将建设用

地指标的配置失当与 2003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企业

生产率增速放慢联系起来。然而，由于各城市的建

设用地指标并没有公开可得的数据，且从指标下达

到办理农转用、征地、一级开发、土地储备、土地出

让，最后到企业实际使用土地，中间要经过若干年

的时间，很难将土地指标错配与企业生产率建立起

可信的联系，因此第二个维度的实证研究同样举步

维艰。就第三个维度而言，有一些研究进行了定性

讨论（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

2014），但由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难以进

行比较，且城市内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占地数据不可

得，其用地的经济效率也很难度量，因此也很难展

开定量分析。

本文将从第四个维度——城市内工业企业间

的土地配置——来考察土地资源错配与生产率的

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其实跟

城市规模、空间均衡问题紧密相关。企业在选址的

时候，一方面希望靠近城市，享受便利的交通和集

聚效果，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土地成本。两相权衡，

具有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会有不同的选址。在没有

干预和扭曲的情况下，企业分布自然达到空间均

衡，同时也就决定了各个城市生产率的高低。企业

和劳动力分布的空间均衡，则共同决定了城市的边

界和规模（Glaeser，2008）。当出现政府不当管制、

人为压低地价等现象时，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信号

被扭曲，其选址、投资等决策偏离最优水平，并反映

在企业的绩效上面（常常用生产率来度量）。当把

企业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后，城市的生产率分布也

会偏离最优，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土地资源错

配影响生产率的理论机制。

我们不妨以开发区的粗放式发展为例来理解

土地资源错配影响生产率的机制。设立开发区早

已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产业政策之一，大量的城

市建设用地被开发区占用。尽管开发区有效地推

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李力行、申广军，2015），但在

设立工业开发区的过程中，许多城市出于吸引流动

性强的资本要素的考虑，以零地价甚至负地价的方

式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招商引资②。文献中所谓

的“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就是对地方竞争

导致低地价、低税率乃至低环境标准的概括（杨其

静等，2014）。尽管开发区的建设可能带来增加就

业、提升人气、增加工业税收等好处（Su et al.，
2012），但现实中确实导致了大量土地的低效利用

甚至是闲置。国土资源部 2003年的调查发现，全国

6866个开发区中有 70%的土地闲置（Du & Peiser，
2014）。从对生产率的影响来说，如果开发区的产

业政策有误，就可能出现低生产率的企业因为低价

得到土地选择进入，而高生产率的企业却因为不属

于重点招商行业而面临较高的地价，从而选择不进

入或是投资不足。这种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

下，也会使得该城市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在总体上低

于最优水平。

为了从实证上检验以上理论逻辑，本文采用一

个简化式（reduced-form）的研究设计。我们在城市

层面分别估计新增工业用地的错配程度以及工业

企业间因资源配置不当导致的生产率损失的程度，

然后再考察前者对后者的影响③。根据Olley和Pak⁃
es（1996）的研究，如果行业内投入要素没有有效配

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资源错配就会比较严重。借

鉴这一方法，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估计了

每个企业的生产率，然后计算了企业劳动力份额和

生产率之间的协方差（OP协方差），用以反映每个

城市中各个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随后，

我们以一个城市中各行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为权重，

加总得到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此外，我

们将上述计算过程中的劳动力份额替换为资本份

额，构造了替代的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就是这

些在城市—行业层面以及城市层面度量企业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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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效率的指标。本文的解释变量则是在城市

层面所衡量的土地错配程度。根据上面提到的思

路，本文主要采取协议出让面积占所有出让土地面

积的比例来度量土地资源的错配程度：当协议出让

比例越大时，说明该地区工业用地出让越多，越可

能出现开发区大量占地的情况④。除此之外，考虑

到有少量工业用地通过协议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

出让，并且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也是衡量土地利

用状况的重要指标，我们用估算的各城市工矿仓储

用地出让面积占比，以及各地“新增”部分的协议出

让土地面积在总新增土地出让面积中的占比作为

替代的解释变量，对基准模型的结果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

本文的实证检验支持前述理论假说。以城市

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为例，协议出让面积占比每上

升 1个标准差，该城市工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下

降大约 0.224个标准差，此效应相当于将一个城市

的资源配置效率排序从中位数（第 129位）降至第

145位。采用替代的被解释变量以及替代的解释变

量的回归，均得到了一致的发现。随后，为了克服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

们使用各城市地表坡度信息和市委书记的任职年

数构建了工具变量。根据 Chen和Kung（2015）的研

究，土地坡度外生于官员、地方政府的行为，但却影

响到当地土地的可得性以及适合于哪种用途。根

据中国地方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Guo，2009；Pan，
2013），官员任期和党代会选举等政治事件会影响

官员的激励，从而对土地出让造成影响（余靖雯等，

2015）。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利用了土地供给和需

求两个方面的信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保持稳

健。最后，我们进行了城市—行业层面的回归，分

别采用 3个衡量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的

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城市—行业层面的回归

中，考虑到各行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不同，因而受

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我们还检验了土

地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根据世界银

行 2005企业投资与经营环境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

各行业内企业固定资产和与土地相关税收的关联

度，作为度量各个行业对土地依赖程度的指标。结

果表明，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土地资源错

配导致的企业生产率损失更大，这为本文的理论逻

辑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

与现有的资源错配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

在于首次把土地资源错配与企业生产率差异联系在

一起，填补了对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错配后果

的研究空白。在现有文献中，Banerjee和Moll（2010）
以及Brandt等（2013）都指出土地错配是生产要素错

配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Res⁃
tuccia和 Santaeulalia-Llopis（2015）及Adamopoulos等
（2015）虽然直接研究了土地资源错配与生产率的关

系，但考察的对象是农用地，关注的是农业生产率而

非工业企业的生产率。Anderson（2013）利用世界银

行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一个公司获得土地的难易

程度对其绩效的影响，但没有从宏观层面讨论土地

错配的整体后果。陈斌开等（2015）发现高房价导致

资源错配，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和资源再

配置效率，但没有讨论具体哪一种要素被错配以及

如何被错配的问题。王媛、杨广亮（2016）分析了政

府对土地出让方式的干预及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

响，但考察的商住用地而不是工业用地。本文不但

具体考察了土地这种要素的错配，并指出了通过低

地价、以协议出让方式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这一机

制所导致的生产率损失。

本文也与众多考察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所产

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呼应。陶坤玉等（2010）发

现非市场化的协议出让方式导致了更多的土地违

法，梁若冰、韩文博（2011）发现协议出让对周边城

市的经济增长产生负外部性，杨其静等（2014）则发

现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所引来的项目质量较差。这

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以协议方式大规模低

价出让工业土地的招商引资行为的潜在成本，而本

文为相关讨论提供了土地出让方式如何影响工业

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证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数据和关

键变量的度量。第三节报告实证结果。第四节简

要总结。

二、数据及实证模型

受数据所限，我们无法在企业层面直接测度土

地的配置问题。此外，由于土地和劳动力、资本存

在很强的互补性，土地要素的错配，也会引发劳动

力和资本的整体错配⑤。因此，本文估计的是由于

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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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出让的扭曲对企业间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的影响，其逻辑链条如下：城市土地出让的扭曲→
土地在企业间配置的扭曲→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

企业间配置的扭曲→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加大。

（一）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

关于资源错配的文献指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差

异（Caselli，2005；Hall & Jones，1999；Klenow & Ro⁃
driguez-Clare，1997）。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

部微观生产率提高，这来自于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引

进、分工深化、管理水平提高和内部资源的优化配

置；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即生

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如

果高生产率的企业市场份额较低，说明要素没有被

有效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而出现企业间资源

配置的低效。根据这一思路，Olley和 Pakes（1996）
提出了一种度量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根据

Duranton等（2015）的研究，用Olley-Pakes方法计算

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也可以被用于衡量地区层面的

错配情况。有鉴于此，我们将城市 c行业 j按企业要

素份额进行加权的生产率Ωcj分解如下：

（1）
其中ωcji是企业 i的生产率，θcji是企业 i在城市 c

产业 j中所占的要素份额，wcj代表城市 c行业 j内各

个企业的简单平均生产率，θcj代表城市 c行业 j内各

个企业的简单平均要素份额。在本文中，城市是指

整个地市级行政单位，而行业是按照两位数行业分

类进行划分。（1）式中的第一项反映了企业微观生

产率的高低，第二项是企业要素份额和生产率之间

协方差（OP协方差）。根据 Bartelsman 等（2013）的

研究，它反映了一个城市中各行业内企业间的资

源配置效率，该项越大，说明高生产率企业所获得

的要素份额更高，因而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越高⑥。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企业员工数占城

市 c行业 j的员工总数的份额来代表企业 i获得的要

素份额 θcji。利用 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的数据⑦，可以计算得到本文城市—行业层面的资

源配置效率指标Ycj：

（2）⑧

随后，我们以一个城市内各行业劳动力所占份

额作为权重，将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

标 Ycj加总到城市层面，得到度量各城市企业间资源

配置效率的指标Yc：

Yc=∑jΘcjYcj （3）
其中，权重Θcj是城市 c行业 j员工人数占 c城市

所有工业企业员工总人数的比重。

图 1展示了各城市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分布情

况。容易看出，这一分布近似于正态，说明本文的

被解释变量在统计意义上具有合理性。按照这一

指标，在样本年间，资源配置效率指标最低的 5个城

市为滨州市、汕尾市、玉溪市、马鞍山市和金昌市。

为了增加实证研究的稳健性，我们还对企业间

资源配置效率采用了替代的衡量方法。我们将劳

动力份额替换为资本份额，即将（2）式中企业 i获得

的要素份额 θcji替换为企业 i固定资产占城市 c行业 j

的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计算了城市—行业层面的

替代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随后，在将该指标加总

到城市层面时，我们把（3）式中的权重Θcj替换为城

市 c行业 j的固定资产占城市 c内所有工业企业固定

资产的比重，得到了替代的城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

率指标。

此外，我们还直接利用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

配置效率指标——即分别以劳动力份额和资本份

额通过（2）式计算出的 Ycj——在城市—行业层面进

行回归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有如下 3点：一是避免

了城市内部各行业加总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在城

市内部进行各行业的加总时，由于各个城市的产业

结构不同，如果城市 c内某行业的比重较大，在构造

错配指标时，该行业所占的权重就更大。这一做法

可能导致不同城市之间资源错配程度的差异部分

来源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使用城市—行业层面的

Ωcj =∑
i
θcjiωcji =

- ---wcj +∑
i
( )θcji -

-θcj (ωcji -
- ---wcj)

Ycj =∑
i
( )θcji -

-θrj (ωcji -
- ---wcj)

图 1 城市间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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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错配指标可以避免城市内部各行业的加总问

题⑨。二是在回归中可以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剔除

各个行业自身的固有差异。三是可以加入各行业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考察队土地依赖度更高的行业

是否更容易受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

在城市—行业层面的回归中，除了采用（2）式

计算出的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外，

我们还使用了Hsieh和Klenow（2009）开创的度量资

源错配程度的方法来构建另一个城市—行业层面

的被解释变量。相较于现实经济，同一行业的要素

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在各个企业间重新分配，由此

可以得到各个行业的最大可能产出 Yefficient，现实经济

中的产出 Y与理想化的最大产出 Yefficient之间的差别

就可看作资源错配的程度。也就是说，用资源配置

无效率造成的损失来衡量资源错配程度。周黎安

等（2013）也使用了这一方法。我们据此计算了城

市—行业层面的（Y/Yefficient）ijt，来衡量一个行业年实

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间比例。该指标越小，说

明实际产出与可能的最大产出之间差异越大，资源

配置效率越低。

（二）土地错配的度量

如前文所述，土地的错配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

展开讨论，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工业部门内部、

不同企业之间的错配问题，本文理论所基于的特征

事实主要是以开发区为代表的低价出让工业土地

现象。由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没有提供各

地市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而只给出了各地市按出

让方式分列的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款⑩，因此大多数

研究都将“协议出让”视为“工业用地”和“低价出

让”的代名词（杨其静等，2014）。本文借鉴众多考

察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文献（梁若冰、韩文博，

2011；张莉等，2013；Guo et al.，2013；余靖雯等，

2015），采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各地级市

协议出让的土地面积作为该市工业用地出让面积

的一个代理变量􀃊􀁉􀁓。正如杨其静等（2014）所指出

的，因为种种原因，工业土地的地价并不是反映投

资项目质量的好指标􀃊􀁉􀁔，所以我们使用协议出让的

土地面积占全部出让土地面积的比例作为关键的

解释变量。当某个城市协议出让的土地面积占总

土地出让面积的比例较大时，该市更可能出现开发

区大量占地、企业进入门槛低的情况，更可能导致

土地要素被错配，继而导致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

错配。

协议出让的土地面积占全部土地出让面积的

比例这一指标的局限主要在于，以其他方式出让的

土地中也有少量用于工业用途，且 2006年以后以招

拍挂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比例在不断增加。为此，

我们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全国层面的

分出让方式、分用地类型的土地出让比例的详细数

据，计算出各种出让方式中工矿仓储用地所占比

例，并以此为权重，估算了每个城市出让的土地中

的工矿仓储用地的面积，以其在总出让面积中的占

比作为一个替代的解释变量。此外，《中国国土资

源统计年鉴》中还报告了各地出让的建设用地中

“新增”部分的面积，这反映出各地出让的建设用地

中来自“新增的由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用而来”和

“存量建设用地”两个部分的相对大小。高效的土

地利用，应该尽量盘活“存量”，因此土地资源错配

问题更多的反映在“新增”部分中。我们计算了各

地“新增”部分的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在总新增土地

出让面积中的占比，并作为第二个替代的解释

变量。

（三）基准回归模型及变量描述统计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Yct=αct+βXct+γCct+λc+λt+εct （4）
其中，Yct代表由（4）式计算出的第 t年的城市层

面的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指标。核心解释变量

Xct是协议出让面积占总出让面积的比重。根据杨

其静等（2014），土地出让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

因此我们在回归中采用了包含其滞后项的模型。

控制变量Cct包括土地出让总面积、当地土地市场的

平均价格􀃊􀁉􀁕、人均 GDP、第二产业在 GDP中的占比、

人口，以及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这些数据来自于

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人均GDP、人口、

财政收入在回归中均取对数值。同时，我们还在回

归中加入了该城市工业企业的加权平均 TFP，以控

制该城市的整体生产率。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是

在给定一个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的前提下，由于土

地要素在企业间错配所引起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的改变。λc代表城市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

εc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的基本假说是，一个城市协

议出让面积比重越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所

土地资源错配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差异

中国产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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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期 β为负。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采用城市和时间双重固定效应的模型作

为基准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协议出让面积

所占比例对于城市中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

响，回归结果列在表 2中。其中，第（1）、（2）、（4）列

分别是将解释变量（协议出让面积占比）取当年、滞

后一年和滞后两年数值的结果，第（3）、（6）列为同

时控制当年和滞后一年的结果，而第（5）列则为同

时控制当年、滞后一年和滞后两年的模型结果。从

回归结果看，影响一个城市工业企业间资源配置效

率的主要是当年和滞后一年的协议土地出让比例，

并且当年的影响更大，滞后两年影响已经可以忽略

不计。

表 2显示，无论是采用劳动力份额计算出的企

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前 5列）还是采用资本份额

计算出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第（6）列），协议出让

面积占比的效果均显著为负。我们可以对其经济

效果进行一个简单的估算。以第（5）列回归结果为

例，协议出让面积占比每上升 10个百分点，会导致

当年和下一年的企业间资源配置效

率分别下降 0.012和 0.011，累计效果

为 0.023，这大约相当于企业资源配

置效率标准差的 1/10。以此为准，

当协议出让面积占比上升 1个标准

差时（22.3 个百分点），对应企业资

源 配 置 效 率 下 降 大 约 0.05，约 为

0.224个标准差。根据 Bartelsman等

（2013）的研究，这里 0.05 的效果同

时也意味着该城市的生产率指数下

降 5%。以 2007年为例，此效应相当

于将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排序从中

位数（第 129位）降至第 145位，或是

将排名 118位的城市的资源配置效

率下降至中位数􀃊􀁉􀁖。这说明我们估

计出的系数的经济含义是非常明

显的。

（二）替代的解释变量

接下来我们采用两个替代的衡

量土地出让结构的变量作为解释变

量重新进行估计。首先，有少量工业

用地通过协议以外的其他方式进行

出让，工业用地与协议出让土地并不

完全一致。为此，我们根据全国层面

的详细数据，计算出每年不同出让方

式（协议、招标、拍卖、挂牌）中工矿仓

储用地占该类型总出让面积的比例，

并由此估算了每个城市工矿仓储用

地的出让面积。其次，考虑到存量建

设用地的“盘活”也是衡量土地资源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
量——资
源配置效
率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工具变量

变量描述
城市层面，以劳动力份额计算
城市层面，以资本份额计算
城市—行业层面，以劳动力份额计算
城市—行业层面，以资本份额计算

城市—行业层面，行业实际产出与最
大可能产出之比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估算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占比
新增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总出让面积（公顷）
总新增出让面积（公顷）
土地市场价格（万元/公顷）
人均GDP（元）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年平均人口（万人）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万元）
坡度在 15度以下的土地面积占比
市委书记任职年数

观测值数
1321
1324
27955
25099
23894
1321
1321
1122
1321
1201
1321
1293
1295
1321
1321
281
1310

城市数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266
282
275
282
282
282
282
282
281
282

均值
-0.211
-0.134
-0.165
-0.167
0.525
0.587
0.504
0.623
638.27
272.78
598.15
15567
0.470
408.08
362224
0.711
2.727

标准差
0.229
0.182
0.364
0.521
0.160
0.223
0.148
0.322
806.70
467.93
667.9
13196
0.115
228.01
5583658
0.201
1.565

最小值
-0.996
-0.475
-0.626
-2.434
0.166
0.255
0.097
0

4.15
0.05
7.306
1892
0.090
16.37
12235
0.182
1

最大值
0.549
0.325
0.897
1.455
0.857
0.975
0.894
1

7605.69
4877.39
7655.12
96006
0.897

1166.72
6580554
0.999
11

注：为去除异常值的干扰，我们剔除了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协议出让面积占比）前后
各 1%的极端值。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滞后一年）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滞后两年）

土地出让总面积对数值

平均出让价格

平均出让价格（滞后一年）

平均出让价格（滞后两年）

人均GDP对数值

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城市人口对数值

地方预算收入对数值

企业加权平均 TFP
观测值数
R平方

(1)
-0.070**
(0.030)

0.018*
(0.010)
0.011
(0.007)

0.005
(0.016)
-0.021
(0.029)
0.071
(0.053)
0.005
(0.047)
0.003
(0.013)
1292
0.750

(2)

-0.067**
(0.031)

0.018
(0.011)

0.006
(0.013)

0.018
(0.016)
-0.050*
(0.025)
0.060*
(0.030)
0.043
(0.044)
0.004
(0.016)
988
0.813

(3)
-0.110***
(0.037)

-0.073**
(0.030)

0.033**
(0.012)
0.012
(0.010)
0.008
(0.013)

0.018
(0.015)

-0.051**
(0.023)
0.070**
(0.031)
0.042
(0.044)
0.005
(0.016)
988
0.817

(4)

0.051
(0.033)
0.023
(0.016)

-0.026
(0.016)
0.025
(0.021)
-0.065*
(0.034)
-0.014
(0.026)
-0.017
(0.042)
0.017
(0.014)
731
0.852

(5)
-0.123**
(0.051)

-0.106**
(0.046\5)
0.027
(0.029)
0.033*
(0.019)
-0.005
(0.016)
-0.016
(0.018)
-0.029*
(0.015)
0.027
(0.021)

-0.072**
(0.034)
-0.021
(0.031)
0.018
(0.053)
0.021
(0.015)
713
0.860

(6)
-0.092***
(0.027)
-0.029
(0.036)

0.026**
(0.016)
0.015
(0.010)
0.025**
(0.010)

-0.010
(0.018)
-0.007
(0.030)
0.029
(0.045)
-0.020
(0.035)
-0.004
(0.010)
960
0.708

注：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第（1）~（5）列采用劳动力份额计算，第（6）列采
用资本份额计算。所有回归中均控制了城市和时间双重固定效应。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标
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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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情况的重要指标，我们计算了各地“新增”部分

的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在总新增土地出让面积中的占

比。为了和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在回归

中同样放入了这两个替代解释变量的当年值和滞后

值。表 3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

性。第（1）列显示，估算的工业用地出让占比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负，且其大小与表 2类似。第（2）列显

示，“新增”部分的土地出让中以协议方式出让的面

积占比也有显著为负的回归系数。

（三）工具变量法

土地出让的方式和类型，其本身可能存在内生

性。一方面，地方政府有可能认识到土地资源错配

的后果，并根据工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现状主动

改变不同种类土地的出让比例。这样的“纠错”行

为会产生反向因果问题􀃊􀁉􀁗，使得估计值偏小。另一

方面，各地建设用地面积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

限制，而该指标的制定是依据国务院对各地在 2000
年上报的 2000~2020 年间土地规划的批复计算得

到。一个普遍现象是，越是发达的地区，在 2000年

上报土地规划时预留的未来发展用地越多，而落后

地区预留则相对较少。而一旦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建设用地不足的情况，一般会优先保证商住用

地的供应􀃊􀁉􀁘，这就导致发达地区的工业用地比例普

遍高于落后地区。由于发达地区的企业资源配置

效率普遍较高，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值可能被进一步

低估。此外，协议出让的工业用地少，也可能是因

为当地工业经济缺乏活力。由于工业经济缺乏活

力城市，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因此这也可能

导致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值被低估。基于上述原因，

我们认为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实际是给出了真实值

的下界。接下来，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基

准回归中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土地出让取决于供求两个方面。根据 Chen和

Kung（2015）的结论，地形的陡峭程度会对土地出让

类型产生影响。Saiz（2010）以坡度高于 15 度的土

地比例为解释变量，发现土地陡峭程度越高，住房

的价格会显著提高。考虑到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

间的替代关系，那么城市中的工业土地相对出让比

例会随着坡度低于 15 度的土地比例的提高而提

高。与此同时，地形作为自然地理条件，其本身并

不会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造成其他影响，

因而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我们搜集了中

国的地形数据，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计算

了每个城市中地表坡度低于 15度的土地比例，作为

反映供给端信息的工具变量。与此同时，我们从需

求端入手构造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市

委书记的任职年数。Guo 等（2013）发现，相比于年

纪大的官员，年轻官员更可能追求长期经济绩效，

因而更偏好发展工业以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和

税收收入，而不是发展房地产业以便在短期获取土

地出让收入及寻租空间。Guo（2009）、Pan（2013）以

及余靖雯等（2015）等研究将官员年龄、任职年限等

对其激励和行为的影响总结为“政治经济周期”。

根据这一理论，任职年数更长的市委书记，更希望

利用土地收入尽快体现政绩，因此更倾向于出让商

住用地。特别的，由于官员的任期长短与企业的生

产率的离散程度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该变量也

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表 1中列出了这两个

工具变量的统计值。在本文样本中，15度以下的土

地占比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其均值为 71.1%，标准差

为 0.201。样本中市委书记的在职年数从 1年到 11
年不等，均值为 2.73，标准差为 1.565。

表 4报告了以 15度以下的土地面积占比和市表 3 工业用地出让与新增土地出让的回归结果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估算工矿仓储
用地面积占比

估算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占比
（滞后一年）

新增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新增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滞后一年）

观测值数
R平方

(1)
-0.133**
(0.058)

-0.097**
(0.045)

990
0.809

(2)

-0.044**
(0.025)
-0.021
(0.022)
784
0.844

注：被解释变量为采用劳动力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层面的企业间
资源配置效率指标。控制变量与表 2一致，限于篇幅，其回归结果没
有列出。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15度以下的土地
面积占比

市委书记任职年数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一阶段 F统计值
观测值数

(1) 一阶段

0.085***
(0.031)

-0.010**
(0.00401)

7.30
1282

(2) 二阶段

-0.664**
(0.317)
1282

(3) 一阶段

0.081***
(0.031)

6.91
1288

(4) 二阶段

-1.509***
(0.007)
1288

注：（1）、（3）两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协议出让面积占比，（2）、（4）两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采用劳动力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层面的企业间资
源配置效率指标。控制变量与表 2一致，限于篇幅，其回归结果没有
列出。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
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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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的任职年数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汇报了一阶段结果，

第（2）列汇报了二阶段结果。尽管一阶段 F统计值

略小于 10，但检验弱工具变量的 Anderson-Rubin
test以及 Stock-Wright S statistic均显示，可以在 99%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一阶段回归中“回归系数联合等

于零且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一阶段回归结果

说明，坡度较平缓的城市，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的

比例较高，而市委书记任职年数较长的城市，以协

议方式出让土地的比例较小，这都和我们的预期一

致。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比，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增大到-0.664，
大约是基准回归中当年和滞后年系数之和的 3倍。

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此前对于内生性导致

参数被低估的猜想。

考虑到官员的任期可能同时在供给端和需求

端产生影响，我们在表 4的（3）、（4）列检验了只以

土地坡度作为工具变量时的结果。由回归结果可

见，本文的假设是合理的，低效的土地要素配置确

实会降低制造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四）城市—行业层面回归结果

接下来，我们利用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

效率指标，直接在城市—行业层面进行回归分析。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了城市内部各行业加总时

的问题，二是在回归中可以控制行业虚拟变量，剔

除各个行业自身的固有差异，三是可以加入各行业

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如果土地错配的确影响到了

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那么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的

行业受到土地错配的影响会比较小。反之，对土地

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受土地错配的影响会较

大。因此，可以把各行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放进回

归中，与土地错配指标进行交互，进一步验证本文

的基本结论。

然而，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内，几乎没

有任何数据库包含各个企业的占地面积信息。即

便是上市公司，也仅仅汇报房屋及建筑物资产，而

不把土地作为一项单独的资产列入其财务报表。

为了构建各行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指标，我们利用

了世界银行 2005企业投资与经营环境调查中关于

土地相关税收的信息。该调查覆盖了中国 120个城

市的 12400家企业，其中询问了各企业与土地相关

的税收。如果一个企业与土地相关的税收与其固

定资产规模高度相关，可以认为该企业对土地依赖

程度高。在行业层面来看，如果一个行业中各企业

的土地税收与固定资产相关系数高，则说明该行业

的运营与发展高度依赖土地。基于该原理，我们在

每一个两位数行业层面计算了企业的固定资产与

土地税收的相关系数，作为该行业对土地依赖程度

的度量指标。表 5列出了各行业该指标的大小。

表 6汇报了城市—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我们

采用了 3个指标来度量城市—行业层面的企业间资

表 5 各行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

行业代码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9
40
41
42

行业名称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家具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制品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固定资产与土地
税的相关系数

0.9721
0.3753
0.1633
0.7899
0.7667
0.3723
0.0889
0.3539
0.5468
0.6655
0.3070
0.7916
0.6116
0.7251
0.5607
0.4462
0.9561
0.3753
0.7265
0.6681
0.5639
0.6018
0.1289
0.9983
0.6759
0.0505
0.4637
0.9360
0.7173

注：两位数行业代码按照GB/T4754-2003标准进行分类。

表 6 城市—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协议出让×土地依赖程度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滞后一年）

协议出让（滞后一年）
×土地依赖程度
观测值数
R平方

(1)
-0.031*
(0.016)

-0.029*
(0.017)

20476
0.120

(2)
0.030
(0.034)

-0.109**
(0.053)
0.014
(0.037)
-0.078
(0.054)
20476
0.120

(3)
0.101*
(0.052)

-0.218***
(0.074)
0.043
(0.055)
-0.150*
(0.078)
19909
0.005

(4)
0.005
(0.017)
-0.002
(0.019)
0.024*
(0.013)

-0.059***
(0.020)
19164
0.028

注：（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采用劳动力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
—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采用资本
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指标，第（4）列的被
解释变量为行业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之比。所有回归中均控制
了行业、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2一致，限于篇幅，
其回归结果没有列出。括号内为省级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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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配置效率。其中，（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采

用劳动力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行业层面的企业

间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在第（1）列中，我们先不加

入土地依赖程度，而是在控制行业、城市、时间固定

效应的基础上，重复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及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在行业层面同样能够得到支

持。相比于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协议出让面积占

比的系数及其显著程度都有所降低，这是由于进一

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所致。

为了验证“对土地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受到土

地错配的影响更大”这一猜想，第（2）列的回归中加

入了协议出让面积与土地依赖程度的交叉项。估

计结果显示，滞后期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而当年协议出让面积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这

说明，各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土地错配的影响随

该行业对土地依赖程度的上升而变大。换句话说，

土地错配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土地密集型行业中更

为严重，这为本文的理论逻辑提供了进一步的

支撑。

在第（3）列中，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采用

资本份额计算得到的城市—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

效率指标。结果显示，协议出让面积占比及其滞后

项与土地依赖程度的交叉项均显著为负，与第（2）
列结果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期的协议出让

面积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在计算土地错配对企业

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总效果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交

叉项的估计值。对土地依赖程度位于中位数水平

的金属制品行业（依赖程度为 0.6）而言，当期协议

出让面积占比的总效果约为-0.03，保持为负。在第

（4）列中，我们以各行业的实际产出和最大可能产

出的比值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我们参

考周黎安等（2013）的做法，将企业数过少的城市—

行业的数据删除􀃊􀁉􀁙。结果显示，协议出让面积占比

与土地依赖程度的交叉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协

议出让占比的滞后项与土地依赖程度的交叉项显

著为负。仍以金属制品行业为例，滞后期协议出让

面积占比的总效果约为-0.011，保持为负，与前几列

结论一致。

综上，城市层面以及城市—行业层面的研究得

到了一致的结果。在城市层面上，以协议出让为代

表的低效土地配置导致更严重的企业间资源错配；

在行业层面上，土地要素的低效配置将对土地依赖

程度较重的行业造成更大的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层面的土地

出让数据，考察了土地资错配对于工业企业生产率

差异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城市以协议方式

出让的土地占比越大，其工业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

效率越低，这说明土地要素没有被有效地配置到高

生产率的企业中去。利用替代的被解释变量和解

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均发现了一致的结果。普通

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协议出让面积占比上

升 1个标准差，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约 0.224个标

准差。在以土地坡度和官员任期作为工具变量的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中，此效果更大。城市—行

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则进一步说明，对土地依赖程度

越高的行业，受到的土地错配的影响越严重。

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以协议方式大规模、低

价格出让工业用地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降低了企业

进入门槛，导致严重的生产率损失。现实中，大规

模兴建开发区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也是

“底线竞争”的表现。本文直接考察其对工业企业

生产率的影响，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了微观证据。

尽管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方法来纠正土地资

源的浪费和闲置问题􀃊􀁉􀁚，但在地方竞争的压力下，各

地政府往往有强烈的动机干预土地市场、扭曲土地

价格，从而影响生产要素和其他资源的配置。本文

将资源错配的研究拓展到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

素上，强调了进一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对

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李力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黄佩媛，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马光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例如，Vollrath（2014）利用行业间工资差异作为错配的

度量，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讨论了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限

制导致的劳动力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Bai 和 Cheng
（2014）考察了 1980~2010年间省级层面劳动错配的程度。

②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

（2015）的报告，工业用地零地价、倒贴出让的实例包括了：（1）
根据创税能力地价递减；（2）具体补偿方式先交后返；（3）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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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实质上“倒贴”等方式。

③如果采取结构式（structural model）的方法，可以考虑把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直接放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并从理论和

实证两方面考察土地资源错配的后果。由于缺乏每家企业使

用土地的信息，因而在实证研究中很难采用结构式的方法研

究这一问题。

④杨其静等（2014）指出，《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没有

专门提供各地的工业用地出让数据，大多数研究都将“协议出

让”视为“工业用地”和“低价出让”的代名词，且因为种种原

因，地价并不是反映投资项目质量的好指标。因此本文采用

协议出让面积占比作为解释变量。同时，杨其静等（2014）收

集了 2007~2011年间每一笔工业用地出让的信息，衡量了工业

用地中协议出让的比例，并检验了协议出让意味着投资项目

质量较低的假说。受数据所限，本文的度量指标不如该文精

细，但却反映了一致的逻辑。

⑤在我国企业的报表中，土地的价值不被单列，即便是上

市公司，也仅仅汇报房屋及建筑物资产，而不把土地作为一项

单独的资产列入其财务报表。在数据当中，土地本身是企业

资本的一部分。

⑥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Brandt 等（2012）、Bloom 等

（2015）等也用该方法度量了资源配置效率。

⑦鉴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在文献中被广

为使用，本文不再对该数据进行介绍。同时，由于《中国国土

资源统计年鉴》只在 2003年及以后公布了各地市按出让方式

分的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款数据，因此我们只采用 2003年以后

的数据。

⑧通过（2）、（3）式计算得到的 Ycj和 Yc实际上是 Ycjt和 Yct，也

就是每个年份均单独计算出一个指标。为简化表述，我们在

式中略去了代表年份的下标 t。
⑨Bartelsman（2013）在进行资源错配程度的跨国比较时，

使用美国各产业的结构作为各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统一权重，

而不是使用特定国家自己的产业比重。这一方式掩盖了不同

国家间存在产业结构差异这一事实，因而也存在一定的问

题。实际上，一个国家某产业所占份额较大，在构造资源错配

指标上理应给予较大的权重。

⑩我国城市国有土地供应出让包含协议、招标、拍卖、挂

牌等方式，其中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统称为“招拍挂”，属于市

场化的出让方式（陶坤玉等，2010）。供应出让的土地按用地

类型则可分为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共

建筑用地、住宅用地等。

􀃊􀁉􀁓国务院在 2006年 8月 31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

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此后工业用地的协议出让比例开始下降。但在

本文样本期间（2003~2007），工业用地大多采用协议方式出

让，因此用协议出让的土地作为工业用地的代理变量是比较

合适的。杨其静等（2014）收集了 2007~2011年间每一笔工业

用地出让的信息，计算了各地工业用地中协议出让的比例，检

验了协议出让意味着投资项目质量较低的假说，这无疑是更

精细的一种度量方法。受数据所限，本文的度量指标不如该

文精细，但变量的构建遵循了同样的逻辑。

􀃊􀁉􀁔例如，根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

组（2015）的调研，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常常利用土地出让

金先交后返、税收减免等方式补贴企业，对企业而言，工业用

地的出让价格往往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用地成本。因此，本

文的指标构建主要利用土地出让面积方面的信息而不是价格

信息。也有一些研究利用了不同出让方式的平均价格信息来

构建指标，例如，Fan等（2013）采用招拍挂出让价格与协议出

让价格之比，作为地方土地市场“扭曲”程度的度量。

􀃊􀁉􀁕根据 Cai等（2013）的研究，招标形式仅出现在北京、上

海等直辖市，而挂牌出让的方式中也更容易出现寻租和腐败

的现象。因此，我们以拍卖方式出让的土地的价格作为当地

土地市场价格的度量指标。

􀃊􀁉􀁖由于不同城市每一年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协议土地出让

比例均存在差异，此处我们以样本中的最后一年的资源配置

效率为例，若选取样本中的其他年份，对于城市排序的影响与

上述结果相似。

􀃊􀁉􀁗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尝试了用 t+1年的协议出让土

地面积占比替代当年和滞后一年的数值，对第 t年的企业资源

配置效率做回归，来进行证伪检验（falsification test）。t+1年的

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并不显著，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反向因果

问题并不严重。

􀃊􀁉􀁘一般而言，住房用地的需求弹性小于工业用地的需求弹

性。甘犁等（2013）对家庭资产和住房需求的调查也指出，我

国在 2010年前对住房的需求主要源于刚性需求。数据也显

示，各城市土地出让总面积和协议出让面积占比之间确实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此处，我们删去了企业数小于 3的城市—行业样本，若

不删除这部分样本，或以企业数小于其他数值作为断点截取，

回归结果均没有本质差异。

􀃊􀁉􀁚Du和 Peiser（2014）描述了这些手段，包括审计署等部

门要求地方政府严格查处限制用地、一系列关于提升城市建

成区和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的文件，以及土地督察制度的建

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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